
十、中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发展概况

中国有自己的现代生物化学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事。最初是个别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开始讲授生物化学。1924 年吴宪
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后，才开始有生物化学研究。随后各医学院
（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
院）亦先后开设生物化学课程并从事研究，少数农学院亦开始讲授生物化学
或营养学。此外，个别研究单位如上海雷斯德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
所、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分别设置了生物化学研究室。1945 年内迁
成都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创设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所，正式招
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1949 年以前，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主要在血液和营养成分的研究，其
中吴宪改进的血糖定量分析法远远超过了当时通用的本尼迪克特法。我国生
物化学家从事蛋白质生物化学的研究是比较早的，吴宪教授在这方面有突出
贡献。吴宪从 1924 年起用各种方法使蛋白质变性，使他得出这样的理论，蛋
白质变性是由于蛋白质分子由折叠变为舒展。这是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
学说，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理论，后来得到了更
多的实验结果证实，使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吴宪在当时已接触到蛋白质的四级结构，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开了
个好头。吴宪关于蛋白质变性作用的学说，全文发表于 1931 年的中国生理学
杂志（英文）。该文的摘要曾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生理学会议上
宣读。事隔 64 年，又在《化学进展》（Advances inProtein Chemistry），
Vol 47（1995 年）上重新全文刊登，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这在国际科学界是
罕见的。
刘思职教授（1904—1983）曾在吴宪的领导下，从事过相当长时间的蛋
白质生物化学，特别是对蛋白质变性和抗体等问题的研究。他曾用蛋白质化
学的手段，定量研究抗体和抗原的免疫沉淀反应，这在国际上还是首创。此
外，刘思职还于1950 年初拟定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中文《生物化学名词
草案》，为我国生物化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宪在建立和主持生物化学科 18 年间，除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毕
业生外，还接收进修生和研究生约 20 人，吸收刚回国的青年化学家到他的实
验室工作，先后达 10 余人。这些人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发展我国生物化
学或其他化学学科做出了贡献。吴宪在 1949 年以前无愧于是我国生物化学的
奠基人。
1949 年后，生物化学教学在国内全面展开。各医学院校都开设生物化学
课程，不少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相继开设了
生物化学专业，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中
国医学科学院也设立了生物化学研究室，还有几个大学设立了生物化学或分
子生物化学研究室。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指出王应睐是 1949 年后把生物化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建立起来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亲自参加实验室
工作的同时，以更大的精力培养人才，组织队伍，制定规划，以发展我国的
生物化学事业。
从国际上看，在 50 年代，核酸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蛋白质晶体衍射
的进展，使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处于一个大飞跃时期。从国内情况看，



各方面的基础十分薄弱，不仅人才少，仪器设备也十分缺乏。王应睐感到，
要迅速扭转这种状况，仅仅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组织一支有实力的
队伍，要有一个坚强的集体。因此，王应睐首先争取一批在国外工作的学者
回国，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培养一支我国自己的生物化学专业队伍。
王应睐设法与国外的老同学、老朋友取得联系。第一位是邹承鲁，邹承
鲁是王应睐的同学，王应睐曾介绍邹承鲁到他的导师凯林教授实验室当研究
生。1951 年，邹承鲁回国，立即在王应睐任副所长的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开
展了酶化学研究工作。经过邹承鲁介绍，王应睐又认识了曹天钦。1952 年，
曹天钦也从英国回来，在王应睐的所里开展了蛋白质研究工作。王德宝和王
应睐在中央大学共事过，王德宝去美国后，两人还经常联系。1954 年，王德
宝历经曲折回到祖国，王应睐立即让他组织力量，开展了核酸的研究工作。
接着纽经义、周光宇等科学家也陆续到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这样，在上海
生理生化所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酶、蛋白质、核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体系，
并培养了如彭加木和伍荣钦等一批年轻专家。
1958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成立，王应睐任所长。从此，生
物化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著名有机化学家的合作参加下，中国先后
于 1965 年和 1981 年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完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合成结
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王应睐
分别担任这两个协作组的组长），使中国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的水平在彼时
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我国分子生物学的大发展是 1978 年以后，由于纠正了“文革”中的失误，
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大学和医学院的生物化学系
改成生命科学系或分子生物学系，开展了在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化学研究工
作。
近 10 年来，又有大批中青年科学家到国外进修后回国工作。国内重点院
校和科研院所均设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硕士和博士点，从而也培养了
一大批国内的研究力量。
近年来，我国又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开放实验室，
涉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这类实验室已有 10 多所。国内重点院校也通
过世界银行贷款增添了不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必须的大型设备。
目前设备条件与十多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改进，可以说已具备一定的基础。
在我国除原来的多肽与蛋白质、酶和核酸等基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
入外；更为重要的是，若干新兴领域，如分子遗传学、分子病毒学、分子免
疫学等得到重点扶持和加强。与此同时，我国已开展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
研究，使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崭露头角。许多研究
得到较高强度的国家专项经费的支持，促进了有关分支学科的发展。从而使
我国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各主要分支学科已基本配套。
在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领域内已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基本达到
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如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 tRNA 的合成，核酸顺序测
定，水稻基因图谱研究，天花粉蛋白一级结构测定，胰岛素及一些蛋白质晶
体结构研究，酶修饰的动力学和酶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生物膜的研究，光合
作用的研究，视觉分子生理学等，受到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界的重视。
然而，近年来蛋白质科学领域（相对核酸）队伍有些削弱，某些过去有一定
基础的课题（如蛋白质溶液构象），又重新出现萎缩现象，多年来，生物科



学已经历了从生物整体水平研究向分子水平研究的转移；近年来一些研究又
开始从分子水平研究向生物分子的组合以及向整体与分子水平研究结合的阶
段。我们何处去，形势很严峻，任务更艰巨。


